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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应对
卢晖临

中国城市化没有贫民窟，但是它制造了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这
是一个高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农民工”这个词带有歧视的意
味，但对于农民工本人来说，伤害主要不是来自这个称呼，而是它背后的“制
度设计”。取消农民工的制度设计，需要一个城市地方政府做试点，然后到全
国，最终的解决需要到国家层面。

中国现阶段农民问题研究

“农民工问题”及其根源

200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
题。这是农民工引起中央政府、社会各界、新闻界高度关
注的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
什么是“农民工问题”？2006年，笔者到东莞去做调

研，在东莞投资办厂很多年的老板说：“现在的农民工出
了很多问题。以前的农民工吃苦耐劳，好管理，现在的农
民工情绪化，不好管理，经常跳槽。”这是其一。其二，“农
民工问题”还表现为一些农民工的个体行为累积而导致
的严重社会问题，比如富士康连环跳事件；还有最近几

年经常报道的一些暴力事件, 如农民工制造一些爆炸事
件来伤害他人等等。一个是向内自我毁灭，一个是向外
伤害他人，这些都是个体行为，但累积而导致了严重的

社会问题。其三，就是被一些科学研究所证实的农民工
的心理健康问题。即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各项心理健
康因子上，阳性项目数据总和高于全国成人常模，而导致

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强迫、人际关系敏感、偏执、抑郁、
敌对等。
那么，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何在？笔者

认为，直观来讲，首先要从“农民工”这个词来进行分析。
“农民工”这个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很多
人认为这个词带有歧视的意味，但对于农民工本人来

说，伤害主要不是来自农民工这个称呼，而是它背后的

“制度设计”。
工业化催生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大潮，这不是

中国的特色，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此，早期的英国、美国，后
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
这个过程没有完成：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职业

上发生了转换，可是他们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

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他们成了
“农民工”。这个过程中农民工被置于一个摆脱不了的困

境中：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也就

是说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雇主使用，可是他们的劳动力

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维持和更新）是和城市分离的，很大

一部分要依赖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和工业化是
高度分离的。
农民工这一“制度设计”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严

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资进入中国投

资办厂，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放松了户

口管制，允许农民工进城打工。虽然放松了对劳动力流动
的管制，却没有彻底地废除户籍制度。
我们经常说中国的城市没有贫民窟，咋一听有道理，

可是我们有工厂宿舍，大量的农民工是在宿舍里面住的。
宿舍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它仅仅是一个劳动力

最简单再生产的场所，不要说不具备为农民工提供家庭

生活的条件，即便是满足一个人完整的生活需求都有困

难，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制造业不如商业服务业发

达，农民工大多不住在工厂宿舍，而是住在城中村（或城

乡接合部）。这些地方本是大城市的农村地区，它们之所
以成为农民工集聚地，并不是城市政府的有意安排，而是

当地农民出租房屋的市场需求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

需求自然结合的产物。与工厂宿舍相比，城中村能够为农
民工的生活需求提供更多满足，譬如很多城中村里的农

民工可以维持家庭生活，但是他们仍然过的是一种简化、
压缩的生活。
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是不

会轻易地离开城市的，因为他们的生计和生活目标就在

这里，可是今天的城中村整治方式完全无视他们的居住

需求。如果这种方式继续，恶果将无法避免。

新生代农民工使得农民工问题更加突出

最近这些年，农民工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一个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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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农民工这样一个“制度设计”遭遇了新生代农民
工。过去的农民工制度设计也给第一代农民工带来了很
大的伤害，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以及他们的一些新

特点，使得这样的制度设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难以维系。
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很多是抱着挣钱回去建设

美好的农村生活这样一个目的。打工是一种工具，是为了
回家盖房子、结婚、养育子女。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他们
出生在上世纪 80年代、90年代，是一个物质生活水平相
对丰裕，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年代。他们属于“无土”一
代，在他们的名下，大多数人都没有分到土地，很多人没

有农业的生产技能和经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城市早就
通过电视等大众传媒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并成为他们的

生活目标和梦想。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
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辈那样想再回

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
之路。但是打工的微薄收入根本没有可能通向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居留的时间越长，就越发看不到

在城市长久生活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工的意义
忽然坍塌，打工就成了“漂在当下”、“活在当下”的一种方
式，而不能通向任何一个长远的生活目标。
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

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

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乃至行为问题。这正是我
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性
和结构性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希望、进退两难的新生代农

民工，身陷这一困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了严重的身

份认同危机：当他们走向打工之路以后都面临一个建立

新的身份认同的历程，这个历程的第一步是从自我否定

开始，否定自己的农民身份，在穿衣戴帽、行为举止等各
个方面努力地划清与农民的界限，然而否定之后的新生

代农民工却没有办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办

法形成新的身份认同。“我是谁”的问题实际上困扰着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行为，我们常听到工厂老板抱

怨这一代人不好管、情绪化、动辄辞工、没有人生规划等
等，其实这些问题都和认同危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
种生存困境和认同危机之下，我们发现，在新生代农民

工中间，“不爽”正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情绪，侵入骨髓，挥
之不去。

农民工问题如何解决

有人认为农民工问题是由于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等

造成的，通过培训就可以解决。不可否认，为农民工提供
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对特定的人群意

义较大。可是，培训如果不能连同回应结构性的问题是不

能根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还有人认为农民工的问题是
城市根本不能容纳这么多农民工。当然，城市的容纳能力
不是无限的，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取消对农民工问题更深

一步的思考和取消农民工问题的政策倡导，完全是一个

障眼法。
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生活，这是一种非常基本

的诉求，也是一种非常合情合理的诉求。新生代农民工问
题的解决就一个方向———“消灭农民工”，让广大在城市
有稳定生计的人在城市长久生活下来。具体而言则涉及
两方面责任：一是企业责任，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

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
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二是政府责任，
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
教育和医疗等问题，城市政府应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

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
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现在有些地方在实行城乡统筹，取消户籍制度等的

改革，但需要警惕的是，其中有些举措正在变成对农村新

一轮的掠夺和剥夺。比如说有的地方打着城乡统筹发展，
发展新农村等等旗号，其实是看中了农村的土地，而对于

失地农民的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并没有提供解决方案。
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废除一张纸就能解决的。现在
很多争论在谈农民进城后农村的土地怎么办的问题，笔

者认为，即使是农民工进城，家乡的土地也应该是在农村

社区里面进行再分配，这样可以缓解农村里人口和土地

之间的紧张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是回不去的，你问他愿不愿意回去种

地，恢复农业生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他甚至连家里几

块地在哪里都没有概念。有些农民工会说自己干一段时
间，挣点钱回家，即使回家，很多是回到乡镇或者县城，

从事一些非农的行业。但实际上，今天的商业空间更多
是被大资本所垄断的，小的个体户、小的商业从创立到
生存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个进程可能也很难

改变。
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他们在发展到我们今天这

个阶段，外来工进入城市之后，住房基本上都是通过城市

政府集体提供的，再结合市场化的方式。香港差不多 60%
的人口是居住在廉租房里面，新加坡提供类似于公租房和

廉租房的人口比例也与此相当。农民工在一个地方工作，
贡献税收，城市政府应该考虑他们的居住问题。农民工要
有这种意识，在所工作的地方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不能

被剥夺的权利，这一点首先要让他们意识到。在这之上还
需要连接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连接就是政府和当事人，

怎么把当事人的问题转化为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很重要。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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